
作者简介: 高和荣，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党校副校长; 张爱敏，厦门大

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仁: 社会建构的理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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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爱人”“博爱”及“差等之爱”为内容的“仁”是“群学”的核心。作为社会建构的基础理念，

是人成为人的规定性基础，也是规范社会行动的基础理念，它构成了行动者得以互动的内在根据。从社会建构的角

度看，“仁”塑造出“仁化的”个体，是形成群及建构群的基础，是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利群的核心，它修养

自身、维护家庭、治理国家、和谐天下，是传统社会学范畴体系、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仁”为分析中国社会治理

提供了概念框架，这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治理及社会建设、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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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仁”不仅是一个文化及道德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社会概念，是社会建构的理念基础，

是人“能群”“合群”“善群”以及“乐群”“利群”的根据，位列仁、义、礼、智、信 “五常”之
首，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借助于 “仁”可以将各个单一的个体整合起来凝结成 “群”，

构筑起一套“群”的运行规范和运行秩序，规范着个体、他人、宗族及其他群体的行动。

一、“仁”的社会学涵义

“仁”作为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不少学者主要从哲学、
政治学等角度解读 “仁”、建构 “仁”，对 “仁”的道德规定及政治功能开展论证。鲜有学者对
“仁”在规范个人之间的交往与行动、促进 “人”形成 “群”并规范其行动等方面进行研究，更没
有从中国社会学维度去理解 “仁”在群学中的基础性地位与时代性价值。

第一，“仁”是人成为人的规定性基础。“仁”是由 “人”演化而来的一个汉字，《说文解字》
认为“仁者，亲也”， “亲”是亲近友爱，表现为个体之间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交往及互动。这表
明，“仁”的使用意味着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它是人所以为人并区别于其它动物的规定性。所以，古
人直接将“仁”理解为“人”，也将“人”理解为“仁”，强调“人”与“仁”的内在统一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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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有言，“虽告之曰: ‘井有仁焉。’其从之也? ”①《孟子》、《礼记》也说，“仁者，人也”② ……
其中的“仁”直接被理解为“人”，既然“仁”是人的规定性，那么 “仁”应该具有人的禀赋，人
也应该具备“仁”的特质，个体要想得到“群”的认可，应该具有 “仁”的属性，对他人要亲近友
爱，否则，他将不会被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成员被 “群”认可和接纳。正是因为如此，“仁”成为
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标志性特征。

首先，“仁”的本质在于“爱人”。“由己及人”是个体走向群体、若干个体结合为 “群”的前
提，它主要依靠内在的、自我的动力，这个 “由己及人”的动力之源就在于 “爱人”，爱他人，直
至爱米德所说的“普遍性他人”或者费孝通所说的 “同心圆之群”，否则，仅有自我之爱或小群体
之爱不足以把若干个个体结成为 “群”。孔子指出，仁者“爱人”③，《礼记》有言“仁者，可以观其
爱焉”，④ 韩非子也说过，“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⑤ 由此可以看出，“仁”是那种在于发乎内
在本性地去“爱他人”，有了这样的仁爱，个体之间才可以自发地开展利他的互动行为，也可以缔结
出共享的互动规则并加以遵守，这是个体向群迈进的第一步。

其次，“仁”之爱就在于 “博爱”。“仁爱”是相互的，每个个体对他人都拥有 “仁爱”之心，

各个个体的爱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对象上，其它个体对他人的 “仁爱”会波及到该个体本身。这种
存在于个体之间的普遍之爱就是 “博爱”，它指向所有拥有 “仁爱”之心的个体，体现着各个个体
的生活观念、生活态度及行为方式，因此，“仁也以博爱为本”⑥。这里的 “爱人”不仅包含了父母
兄弟之间、由血缘关系所铸就的亲情之爱，它还延伸到师徒、君臣、君民乃至天下等非血缘关系所
构成的“群我”之爱，从而构成关系复杂的组织网络和交往秩序。古人为了展现 “仁爱”具有的有
公而无私的品性，将“爱人”的对象局限于他人而不包括自我。董仲舒主张 “仁之于人，义之于我
者”⑦，“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⑧。没有这种博爱的品性，个体之间永远也不可能结成 “群”。

再次，“仁”是一种差等之“爱”。仁爱的对象由自我扩展到他人及陌生人，仁爱的范围由狭小
的区域走向广袤的天下。但是，从程度上看，这种博爱并非对所有人 “爱”、所有领域都是一致的，

而是体现出“善群”特性，“仁爱”作用于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领域以及不同的情景将形成显著的
差别。所以，虽然《中庸》讲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但是他并没有否定 “非亲亲”之爱。孔
子曾经说过: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⑨。由此可见，个体及群我在互动
中产生的爱存在着差别，离个体越亲近，个体越应该给予“仁爱”，于是就形成了以我为中心、根据
个体间的差异形塑出不同的差序关系网络，织就纷繁复杂的分层结构。

第二，“仁”是规范社会行动的基础理念。“仁”是个人结成群必须遵守的秩序与价值理念，也
是个体行动的道德底线，在规范人类行动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其它规范的建立与践行必须以 “仁”
特别是“爱他人”为前提。依据 “仁”，个体与他人开展互动就有了共同认可的准则; 有了 “仁”，

就可以把若干个体整合为家、族、会、国、天下; 有了“仁”，个体间就可以 “合群”。没有 “仁”，

特别是没有“爱他人”的“仁”，个体无法与他人展开互动，也就不可能产生和推演出其它行为规
范与行动准则。

一方面，“仁”是其它规范的生成基础。仁、义、礼、智、信是孔子、孟子、董仲舒等思想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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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他人进行互动的五项准则，有了这五项行为准则就可以把个人与他人整合为 “群”。但是，这
“五常”内部之间的地位与作用有所不同，其中 “仁”居于 “五常”之首，它构成了个体行动、天
地长久的基础与统领: “义”是“仁”的形式，没有“仁”就谈不上“义”; “礼”是 “仁”的外在
表现，“仁”要通过“礼俗”表现出来; “智”是 “仁”的客观要求，失去了 “仁”，“智”越多越
违背“仁、义、礼”; “信”是 “仁”日常生活要求，没有 “仁”就 “讲信修睦”。所以，孟子讲
“仁之实事亲是也; 义之实从兄是也; 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①，及
至董仲舒将“信”加入其中，“仁”仍然置于首位，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仁”是规范其它行动的最高范畴，是其它行为的根本指针。个体的各种行为，从饮
食起居、人际互动到群我交往等都是在特定规范下的行动，其背后蕴含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行
动准则与价值观念，但它们都是“仁”范畴的生活化及具体化，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引与限定。各种
行动都可以用“仁”来加以规范。孟子说 “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

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②，孔子也说过 “弟子入则
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③，这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做事诚信以及博爱大众等都以
“仁”为根本指南并成为 “仁”的外在表现，没有 “仁”，孝悌忠信以及礼义廉耻等行动均无法进
行。

同时，各种失范行为源于“仁”的丧失。“仁”居“五常”之首，统领其它“四常”，其它“四
常”的缺失及其失范行动都源于 “仁”的丧失。韩非从“仁”“义”“礼”生成与毁灭的顺序上确认
了“仁”的先导性，把“义” “礼”当成 “仁”的派生，把 “仁”视为 “德之光”，强调 “失仁”
是失去其它行为的根本。他说: “仁者，德之光。光有泽而泽有事; 义者，仁之事也。事有礼而礼有
文; 礼者，义之文也。故曰: 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④ 在
韩非看来，那种不忠不孝、薄情寡义、礼崩乐坏、猜疑失信等行为的产生都是由于 “不仁”。

第三，“仁”是行动者得以互动的内在根据。个体之所以能够与他人进行互动，个体之所以能够
结为群体并且按照群体的要求进行自我行动就在于个体把 “仁”作为自身行动的准绳。因此，“仁”
就成为行动者“能群”“合群”“善群”及“乐群”的内在根据。

首先，“仁”需要行动者自觉践行的社会价值。“仁”不是那种远离自我及他人的虚幻，它与行
动者紧密相连，是个体或群体行动的价值依据。孔子曾言，“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⑤ 这
意味着任何个体要想践行 “仁”都可以，并不需要特别的时空条件。这就是说 “仁”是与生俱来的
内在本性，并非依靠外力所获得。孟子指出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⑥，王安石认为，“爱己者，仁
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⑦ 在他们看来，“仁”作为一种自觉的活动，只能由行动者自身而不是他
人来践行。正如孔子所言: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⑧。

其次，“仁”的践行方式多种多样，既有内在的自我修养，也有外在的规范制约。孔子就主张
“仁之实，事亲是也”⑨。《礼记》指出了 “仁”的践行方法，要求忠厚温顺、善良恭敬、胸怀宽广、
谦逊待人，认为“温良者，仁之本也; 敬慎者，仁之地也; 宽裕者，仁之作也; 孙接者，仁之能也;

礼节者，仁之貌也; 言谈者，仁之文也; 歌乐者，仁之和也; 分散者，仁之施也; 儒皆兼此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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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① 董仲舒指出，“仁”的精髓 “在爱人，不在爱我”，“仁”就

是要“恻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

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

无争”②。
最后，“仁”的践行与实现具有层次性。“仁”是可以划分为不同程度的概念范畴，不同的互动

方式践行不同类型的“仁”。康有为按照优先顺序把 “仁”划分为九种: “然则天下何者为大仁，何

者为小仁? 鸟善、昆虫无不爱，上上也; 凡吾同类，大小、远近若一，上中也; 爱及四夷，上下也;

爱诸夏，中上也; 爱其国，中中也; 爱其乡，中下也; 爱旁侧，下上也; 爱独身，下中也; 爱身之

一体，下下也”。③ 他认为，每个人应该优先践行“上上”之“仁”而避免 “下下”之 “仁”。孙中

山则将“仁”划分为“救世、救人和救国”三种，认为 “救世”是宗教的诉求，“救人”是慈善家

的事业，只有“救国”才能是革命家应有的理想情怀，④ 救国图存才是践行 “仁”的首要之选，这

就把规范个体行动的“仁”提升到整个民族国家乃至天下这个层面。

二、“仁”的社会建构

作为“群”“我”行动的基础与依据，“仁”在行动中织造成 “群”“我”的关系网络，建构起
“群”“我”的关系结构，规范着“群”“我”的相互地位，形塑出特有的家国形态与天下图景。

第一，“仁”塑造出“仁化的”个体。孔子把 “仁”作为 “人”的本质属性与重要标志，强调

两者的有机结合、浑然一体，认为人的本质不在于单一个体的抽象，不在于纯粹生物体的叠加，而

是经过“仁化”后，具有“仁”的属性的 “仁人”，他说: “仁者人也”⑤。这就是说，个体只有具

有了“仁”的特征才从原初的、纯粹生物性的个体转变为他人所认可的 “仁化的”个体，他才能正

确处理人与己、人与他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个体的生存才有价值和意义，这样的个体才有可能与他

人整合为“群”，为“群”所接纳。因此，“仁”是用来削掉个体的生物性、使个体摆脱自然状态，

以便建构一个充满亲情友爱的 “仁化”的个体。
从字形上看， “仁”其实就是 “二人”，它内在地包含了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更蕴藏着以

“仁”为纽带将个体与他人整合起来的关系结构，这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集中体现在 “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等相互关系中，个体只有置身于这些关系中才能被群体和组织所接纳。在孔子看来，那

种离开了他人观照、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孤零零的 “我”是不能成为相互依靠、相互支撑的
“人”的。马克思也说过: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个体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⑥。他们都强调个体只有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才能成其为自身，自我也

才能得到确证。因此，“仁”通过对个体行为的规定，将个体予以 “仁化”和 “群化”，最终塑造成
“仁人”，也就是西方社会学所谓的 “社会人”。

第二，“仁”是建构 “群”的基础。以 “仁”为基础将使得个体超越于原有的生物性并结合为
“群”，这是人所固有的属性。这意味着，各个个体以 “仁”为价值理念展开自身的行动，使得个体

之间凝聚成共享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进而产生共同的群体行动，于是，通过 “仁”就实现了个

体之间的有机整合，“仁”成了个体能群并成群的根据。

061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文锦:《大学中庸译注》，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57 页。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327 页。
［清］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57 页。
转引自孟庆鹏:《博爱行仁———孙中山的博爱观》，《团结》1994 年第 3 期。
黄怀信:《大学中庸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3 页。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0 页。



一方面，“仁”是个体整合为家庭的纽带。家是个体结成 “群”特别是结成那种以陌生人关系
的“群”的中间环节。个体整合为家庭、家庭整合为家族并共同地生活，既受到生产力决定论的影
响，也受到血缘关系的作用，更是相互依赖着的 “二人为仁”理念作用下的产物。作为 “二人相互
依靠”的“仁”体现出平等的线性关系，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平等爱人。而三人及三人以上的家庭成
员之间则出现了长幼等差序，原来那种两人间相互依存的平等之爱上升到三人间、以孝悌为核心的
差序之爱。孔子为此强调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就是把 “孝悌”
当作“仁者爱人”在家中的根本与核心，当作家庭运行及其规范的基础，家庭中的其它规范都由
“爱人”以及“孝悌”引申而来。例如，夫妻之间的恩爱、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兄弟姐妹之间的友
爱，从而使得家庭成为一个功能一体的行为有机体。因此，“仁”作为一种组织或初级群体的黏合
剂，将家庭成员紧紧地粘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另一方面， “仁”是把家整合为群的基础。 “仁”的内涵具有包容性与发展性，二人之间的
“仁”表现为相互平等地“爱人”，而在三人以上的家庭里 “仁”表现为 “孝悌”，恪守 “孝悌”就

是重义、明礼、讲信，“义”“礼”“信”既是 “仁”的具体化也是 “仁”在日常生活中的操作化，

它把较为抽象的范畴转化为可以实践、可以测量的规则体系，构成了陌生人以及其它群体的交往与
互动准则。群体之所以能够互动其实是 “仁”从个体及家庭向外拓展的结果，也是 “爱人”及 “孝
悌”外化的结果。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外化与延展，个体、家国就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了中国
人特有的家国同构思维方式与实践逻辑，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整个国是一个大家，皇帝
就是“家长”，臣民都是大家庭的一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家国同

构图景的典型刻画。既然国家也是一个家，臣民自然就要“忠君爱国”，爱国就是爱家、爱家必须爱
国。从“仁”出发，作为“家长”的国王或皇帝也要广推 “仁政”爱护自己的子民，所谓 “民可
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②，“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就是这个意思③。

第三，“仁”是合群善群的核心所在。不同个体、群体所以能够和谐相处并结成更大的群体，各
群体间的互动所以能够展开，小群所以能够整合为大群乃至结成国家天下并将其整合为不可分割的

有机体，就在于以“仁”为核心的文化系统及其体现出来的规则系统在其中发挥积极功能， “仁”
是个体或群体善于组织他人形成国家与天下的核心。

一方面，合群是“仁”组织众人结成群体的规范要求。“仁”不是采取外在的强制手段将众人
捏合或强制起来，而是通过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差序方式进行。在群我结合乃至化成
天下中，家庭构成了最小单元，它一般由年纪长、德行佳、讲仁义的家长带领家庭成员共同生活，

帮助家庭成员“仁化”与“群化”; 家族或村落则以族长或村长为中心把一定范围内的成员组织为

群，维系族群或村落成员活动的规范基础仍然是 “仁”以及由 “仁”衍伸而来的义、礼、智、信;

即便是国家乃至天下，其组成方式及维系基础仍然是家的延伸和扩展，把众人整合为国家靠的就是
具有内在张力的“仁”，从而形成了基于血缘关系而生发开来的关系型社会格局，个人凭借着血缘、
姻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将自身整合为家、家族、宗族、乡党、郡县、州府、国家及天下这样一系
列群体，构建起中国特有的关系网络结构。可以这么说，“仁”是“合”群的规范基础，“仁”是群
“合”的文化要求。

另一方面，善群是“仁”的内在规定与君子的责任担当。如果说合群是 “仁”的外在要求，那
么，善群则是“仁”的内在规定，更是君子的使命担当。在荀子看来，“人能群”虽然是人类的自
觉行动与人类的生存本性，但是，人“何以能群”的根据则在于等级及结构的差别，这种差别就是
他所说的“分”，通过“制礼义”产生了差异性的群体，确保群体之间的相对稳定、和谐相处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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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走向分裂。“制礼义”是君子 “善群”的集中表现。荀子说 “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事下谓之
君。君者，善群也。群当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
育; 杀生时，则草木殖”①。这就是说，君子善于把民众组织起来，“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

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君子有了这四个品性就可以让民众 “亲之” “安之” “乐之”及
“荣之”，群体将组织得当，万物得到合理安排，天下归于一统。

第四，“仁”是乐群利群的核心所在。乐群利群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态
度，乐群意味着个体及群体间的和谐相处，利群则强调个体间的利他行动。它是那种 “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仁”理念的外化，是 “仁”在群体互动中的操作
化，体现出“仁”的交往及互动方式。

乐群是“仁”的生活取向与规范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各群体间的相安无事，个体能
够乐于融入群体，是以“仁”为理念基础并发挥作用。从熟人关系的 “爱人”及 “孝悌”出发，衍
伸到陌生人之间的“义、礼、智、信”，这一系列行为准则都是 “仁”理念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映
射，它们构成了民众的生活观念、生活态度及行为准则，共同规范个体及群体的行动。从 “仁”所
蕴含的行动准则来看，坚持“五常”之首的“仁”自然就会把 “义、礼、智、信”当作自己的日常
生活要求，就是要抛弃个体及群体间所存在的血缘、地缘、业缘的差异性，把自己当作大千世界、
芸芸众生的一员，平等地尊重人、真诚地关心人、尽力帮助人，乐于 “爱人”，与人为善、以礼待
人，乐于与他人融为一体，亲仁善邻、平等相待、协和万邦。

应当看到，乐群与利群是有机统一的: 乐群是利群的前提，只有乐群才能利群; 利群是乐群的
逻辑必然，乐群自然就会从事利群的行动，产生有助于群发展的结果。但无论是乐群还是利群，其
行动都得益于“仁”理念及规范的践行，因而是 “仁”的必然结果。凡是恪守 “仁”、践行 “仁”
的行动则利群，反之，凡违背 “仁”规定性的行为则不会 “利群”。严复认为，“民之初群，其为约
也大类也。心之相喻为先，而文字言说皆其后也。其约既立，有背者则合一群共诛之; 其不背约而
利群者，亦合一群共庆之”②。显然，这里的“约”就是在 “仁”理念作用下、符合 “仁义礼智信”
的规范准则，违背这样的“约”将遭到群的责难，而遵守 “约”则得到大家的认同。在严复看来，

是“诛”还是“庆”不在于其他而在于是否遵守群体的 “公约”。孔子也提到，恪守 “仁”整个社
会就可以做到“男有分，女有归”，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样一种“大同状态”。

三、“仁”: 理解中国社会学的基本范畴

通过对“仁”在合群善群、乐群利群中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剖析，我们发现，“仁”作为个体联
结为群体并展开群体互动的理念基础，能够形成可操作化的行为规范体系，规制个体及群体的行动，

维护家、国、天下的稳定与治理，它是中国社会得以建立并规范运行的理念基础，成为中国社会学
的基本范畴。这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建设及社会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仁”是中国社会学范畴体系的基础。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及命题，西方
社会学自孔德、涂尔干以降，反对并抛弃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化倾向，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社
会研究的具体性，直接关注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及其变迁过程，主张采取实证的方法、像自然科学
那样去精细地研究社会互动与社会变迁，从而形成了一套解释社会运行的概念体系，摆脱 “利维坦”
桎梏。但是，以追求客观性为价值取向的西方社会学所建构的概念范畴更多地是对经验现象的描述、
概括与抽象，概念之间犹如用橡皮绳捆住的筷子而缺乏内在性，概念的整合更多地通过外在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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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完成，个体在这些概念范畴中缺乏应有的能动性，因而西方社会学始终无法解决好制度主义
( 结构主义) 与建构主义的内在矛盾性，这一矛盾实际上就是从笛卡尔到休谟以来的二元论思维方式
困境在社会学领域内的再现。而中国社会学自荀子开创 “群学”以来，历经先秦儒家、两汉隋唐、
及至宋元明清，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提出的时代命题有所差异，但始终把 “仁”作为社会建构
的基础理念，把“仁”作为“群学”范畴体系的基础，并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组织体系及行为规范体
系，前者包括身、家、族、社、会、群、党、国、天下，后者主要涉及到 “义、礼、智、信、利、
公、私”等，从而规范个体及群体的交往及互动，努力将单一个体整合为二人世界、三口之家、四
世同堂、生人交往乃至国家治理、平定天下，“伦”由此成为中国社会学范畴体系的理念基础。离开
了“仁”，其它社会学概念就失去了存在与整合的基础及依据。我们增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信与学
术自信自然就需要立足于 “仁”，从“仁”出发构建中国社会学范畴体系。

第二，“仁”是中国社会学基本理论框架的关键。中国社会学把孔子的 “仁”作为理念基础演
化出基本的理论框架，那就是: 以墨子的 “强力”及 “从事”也就是劳动作为社会建构的逻辑起
点，坚持“强力”或“从事”是社会得以运行与发展的前提和动力来源; 以荀子的 “群”为社会行
动的核心与载体，强调“明分”是结为“群”的重要手段，“能群”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通过“群”实现个体与他人 ( 组织) 的整合; 以后世儒家推崇的 “修、齐、治、平”为功用、兼纳
儒墨道法佛等各家社会规范与概念范畴、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质的社会学。这样的社会学以 “仁”
为理念基础，“仁”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学基本理论框架的关键，将 “仁”外化为 “义、礼、智、信”
等行为规范与准则，以便为个体整合为 “群”并与其它群体互动提供行动指南。透过 “仁”，可以
很好地将个体结合为一个整体，去从事改造对象的实践活动。有了 “仁”，个体就可以产生 “利群”
而不只是“利己”的行动，人们就可以 “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做到 “各得其分”，演化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民贵君轻”的“民本”理论命题。有了“仁”，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乃至
民族国家之间就能够做到 “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
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 ( 墨子·天志下) ，努力达
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大同”。这样的社会是深深打着中华文化印记的社会，这样的社
会学是真正具有华夏品格的社会学。

第三，“仁”为分析社会治理提供了概念框架。社会治理是社会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社
会学的目的及归宿，掌握社会运行与社会变迁规律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治理。而开展社会
治理则需要确立一套完整的概念范畴与规范体系，以便为社会治理提供方案。西方社会学从传统与
现代二分法角度出发，立足于理性人假设，将各种技术手段应用到社会治理领域，形成一整套治理
手段与方式方法，社会治理往往“见物不见人”，人变成了治理手段与对象而不是治理目的。中国的
“群学”以“仁”为龙头，统领 “义、礼、智、信”等价值规范体系，织成以个体为中心、按照远
近亲疏关系扩散开去的家国同构型网络结构及社会治理格局。以 “仁”为龙头的 “群学”划清了
“群己”“公私”“义利”“内外”之间的关系界限及范围，它既界定了行动者行动过程中的自我修养
与互动礼节，又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互动准则，进而规定了自我如何 “修身” “齐家”
达到“治国”“平天下”，指引着个体行动准则乃至整个社会秩序的建立，规范着整个社会的集体行
动。因此，以“仁”为龙头的社会治理重心立足于基层单位如身及家的治理，实质在于 “齐家”的
拓展，手段在于爱人爱家基础上的 “仁政”。有了“仁”、讲“仁义”、行“仁政”就能治理好基层，

使得民众“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各足其性”，推进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 责任编辑: 孙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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